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个方面

唐张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从宽处罚已经有所规定，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具有自首、坦白等情节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罚。但是，整体而言，目前的内容尚显分散和凌乱。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法、最高检在全国18个地区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将对科学、合理、系统地完善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此，就如何正确理解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设，笔者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理依据
　 （一）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理论。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的机理是通过控辩双方作用和反作用，来实现揭示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正在逐步渗入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主义成分。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这种转变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是建立在主体平等和控制权力基础之上的。控辩平等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结构基础，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推进提供了主体条件。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控辩双方共同推进刑事诉讼，从控诉方的角度，检察官所拥有的追诉权和起诉裁量权是其在刑事案件处理中做出选择的资本；从辩护方的角度，被告人所拥有的辩护权、有罪答辩的权利是其应对指控的资本。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特别强调的侦查中的司法控制，使得被告人在参与刑事诉讼中获得“平等武装”的保障，具备了与代表公权的检察官进行较量或协商的能力。
认罪认罚从宽的协商不过是一种争议的自我化解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除了双方存在合作之外与对抗制没有什么区别，法官也不会因为双方存在合作而感觉自己的裁决权力受到了侵害，因为所有在合作中达成的意见最终会接受法官的检视。在当事人主义的影响下，法庭相信控辩双方可以通过协商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事实，也有利于做出对整个社会来说公正的裁决。
（二）高度发达的社会契约自由观念。契约观念是合作型司法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确立的重要观念基础。契约自由最初只是存在于市民社会的一种生活习惯，在私法领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随着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发展，契约理论逐渐渗入公法领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已经对整个国家的统治秩序和权力构造进行契约化的描述。而赫费在其《政治的正当性》一书中也论及：契约不仅是私法的法律形态，而且也是公法的法律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和诚信等也与契约精神相吻合。事实上，契约精神为现代宪政国家、法治国家的建立及其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人们逐渐认识到契约在公法领域同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作用。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契约观念的诸多内容：自治、协商、互利、诚信。
（三）实用的司法功利主义。制度背后总有文化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文化造就了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满了司法的功利主义文化，是实用主义的一种体现，它的出现不在于高深的理论支撑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它的强大来自于它的“有用”或“好用”——它给诉讼的各方都带来了利益，它减少了司法成本，有助于解决犯罪高发等问题，从这种实用性中可以找到理论支撑，比如当事人主义的平等和自由、公正和效率的巧妙融合等等。
刑事诉讼也需要讲求效益。
诉讼主体从司法成本和效益观出发,必然追求以诉讼过程中投入成本的最小化来获得诉讼结果效益的最大化。
司法效益观不能容忍人们对社会资源进行过度消耗，强调公正的相对性是站在更高的层次考虑整个社会的公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充分体现了司法效益观，公正是可以通过成本较小的协商获得，而且有时候公正通过协商更易获得，它实现了效益的最优化。务实而有效率的正义或许是在司法资源有限以及犯罪案件激增条件下最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的方式。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从宏观上讲，应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1．罪中认罪优于罪后认罪。在犯罪过程中即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从而停止犯罪行为，相比在犯罪后才认识到自己行为错误的犯罪嫌疑人而言，罪中认罪的犯罪嫌疑人具有更强的悔罪意识，更容易改造，更容易去除其人身危险性，再次犯罪可能性更小。刑法预防力度也小，所以在进行刑法评价时，应给予更为从宽的评价。
2．诉前认罪优于诉中和诉后认罪，诉中认罪优于诉后认罪。诉前，即诉讼之前，是指国家侦查、起诉机制尚未启动之时。诉中，即诉讼之中，是指国家的侦查、起诉机制已经启动直至审判结束的整个阶段。诉后，即诉讼之后，是指诉讼结束之后直至刑罚执行完毕为止的整个过程。相比诉讼后的认罪，在尚未启动侦查与起诉机制时表现的认罪行为，说明其人身危险性较低，应给予更优越的刑法评价。
3．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主动认罪，是指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作用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完全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当，出于真心悔悟，而诚心实意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错误。被动认罪，则是犯罪嫌疑人由于外界因素的作用，被迫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不得已而承认了自己犯罪行为。所以，相比被动情况下的认罪，主动认罪应该得到更为优越的刑法评价。
4．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彻底认罪是真心真意的彻底悔悟，反映了行为人较深的认识境界，是一种完全真实的悔悟和认罪。不彻底认罪，则有可能是表面的认罪，口头上、表面上有认罪的表示，但是内心里却打着其他如意算盘，有的是为了骗取法官的同情，有的是为了掩饰更大的罪恶。尽管这种不彻底认罪虽然态度不好，但是总比死不认罪、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要好，所以，相比不彻底认罪的行为人而言，彻底认罪的犯罪嫌疑人理应得到更为优越的刑法待遇。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条件、内容、幅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条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须用法定的形式设定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条件。凡是符合认罪特征的一切犯罪嫌疑都应当得到从宽处罚。只要是有认罪的表现，不管是明示认罪还是默示认罪，不管是诉前认罪、诉中认罪还是诉后认罪，不管是主动认罪还是被动认罪，不管是彻底认罪还是不彻底认罪，这些都构成适用从宽处理的前提条件。反之，对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则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刑法鼓励犯罪嫌疑人一心向善的法律指引和教育作用。
2．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内容。我国刑法规定了一系列对于认罪从宽的处理措施。如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修正案（八）对坦白也作了从轻处理的规定。如何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容，笔者建议，首先，在立法上，明确将认罪认罚从宽规定为应当型，即被告人认罪认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法官在量刑时须适用该情节，并在判决结果中加以体现。具体而言，在刑法上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应获得的从宽予以明确化、法定化。对此，笔者建议，对于坦白认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特别在诉讼初期即认罪认罚，可以考虑比照本案应当判处的刑罚给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减刑，在最大程度上鼓励被告人积极认罪认罚。其次，必须注意到认罪认罚有两种表现形式:自首和坦白。较坦白而言，自首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因此，在案件情况相似或者其他条件类似时，对自首的从宽幅度应当大于对坦白的从宽处罚幅度，以鼓励犯罪人积极认罪认罚。再次，在程序上，应建立和完善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程序机制，明确确立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快速办理机制，与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融合，促进案件快速办理。最后，在执行阶段，对认罪认罚被告人可以考虑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可以适应不同程度的缓刑、减刑、假释等，或者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拓展更多的处理措施空间，采取电子监控，社区矫正等非刚性刑罚措施。
3．细化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现有的刑罚从宽制度既有法定从宽和酌定从宽的刚性之分，又有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刑罚定量上的柔性幅度之分，还有缓刑、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方式之分。但是，这些区分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将认罪这一重要情节考虑进去。因此，我们不但要把认罪从宽法定化，而且要根据认罪现象不同的表现形式表明了不同的认罪程度这一特性，分辨认罪程度从而得出不同刑法从宽评价，使认罪从宽不但体现在非监禁化、非司法化的程度上，而且在比较适用从轻、减轻、免除和缓刑、减刑、假释的制度幅度上更加科学和合理化。甚至还可以拓展认罪从宽的适用空间，对于那些并非冥顽不化的认罪、悔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完全可以引入刑事和解的理念，例如，当犯罪嫌疑人补偿了被害人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时候，即可作非刑处理，可以采用社区矫正或者剥夺一定资格的方式替代相关的刚性处理。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别于国外的辩诉交易。辩诉交易是指在提起审判之前，检察官在所指控的证据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与被告人及其律师协商，检察官对所指控的犯罪进行降格指控，而被告则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通俗地讲，辩诉交易的实质就是检察官与被告及其律师的“控辩交易”，是一种“讨价还价”行为。辩诉交易起源于英国，发展于美国。由于其是通过协商、“讨价还价”来处理刑事案件，使其至今备受争议，认为其是对“公平正义“的极大破环，“公平正义“是不能被交易的，交易即意味着纵容犯罪。在以追求案件客观真实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更是如此，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对辩诉交易制度持谨慎态度，然而，随着犯罪率攀升，有限的司法资源等现实矛盾使得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研究并引进辩诉交易制度，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辩诉交易制度所体现的法律价值，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先后引进了辩诉交易的部分制度。可以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矛盾凸显、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以及民众对提高司法效率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国进一步完善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制度，将辩诉交易的制度精髓引入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前提就是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也就是说，法律依然是以查清客观事实为最终目标的，但由于刑事案件的事后性，这种事实清楚又必须是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因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就成为必要条件。这显然与辩诉交易有着实质的不同，辩诉交易主要在于检察官对于指控的案件没有确凿的证据，或者说是证据还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地步，从而退一步与被告人进行交易，通过降格指控等优惠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供述。
 (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坚持宽严相济。认罪认罚案件必须确保宽严有据，罚当其罪，避免片面地从严和一味地从宽。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 ，其坦白认罪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也必须依法严惩。认罪认罚从宽与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自首从轻一样，是指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律从轻。如果未来刑法修改规定认罪认罚应当从宽，那也要规定例外情况。刑法所规定的自首，并没有限定某一类案件适用，某一类案件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一样，没有特定的案件范围限制。
（三）认罪认罚从宽要把握好“度”。认罪认罚从宽不能一味从宽，要把握好度，要根据认罪的程度确定从宽的幅度。从世界各国的处置来看，对犯罪人的减刑不超过原法定刑的三分之一是一个合理的界限，我国也可以借鉴此种立法，这样的幅度设计很好的解决了幅度过小对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鼓励不足和幅度过大冲击制度的问题。
唐张 海州区检察院检察长

联系电话：13605130233
�参见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191页


�项振华：《美国司法价值观的新发展》，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2期





PAGE  
7

